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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人们越发关注企业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运用2011—2019年上市公司的企业

面板数据，借助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深入探究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就业结构的影响。结果

表明，首先，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其次，数字化对岗位结构的影响带有强烈的“知识

偏向”，对掌握前沿产业相关知识的人才需求增加。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企业数字化转型通过市场规模效

应与产品创新间接扩大企业就业规模。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对于环境数字化程度高以及非国有企业而言，企

业数字化程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更加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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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digital age, people are paying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to the employment scale and em-

ployment structure of enterprises. Used the enterprise panel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11 to 2019, the impact of en-

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employment scale and employment structure was studied deeply by the fixed-effect 

model and mediation effec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firstly, th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f enterprises significantly ex-

pand the employment scale of enterprises. At the same time, the impact of digitalization on the job structure has a strong 

"knowledge bias", showing a bias towards high skills and knowledge, and an increase in the demand for talents who mas-

ter knowledge related to cutting-edge industries. The results of the intermediary effect test show that the digital transfor-

mation of enterprises indirectly promotes the employment scale of enterprises through market scale effect and product in-

novation.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analysis show that the high de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de-

gree of digitalization of non-state-owned enterprises have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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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

就业促进规划》提出，以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

业为主要目标，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健全有利

于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促进机制。当前世界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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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恢复乏力，国内经济回升基础尚需稳固，同时教

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创历史新

高。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侧变化的不一致，使我

国就业形势面临着严峻挑战，亟待找到一条实现稳

定和高质量就业的路径。

纵观世界近代史，人类经历了多次产业技术革

命，每次革命都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与生活。Don 

Tapscott提出数字经济（digital economy），将数字

方式表现出的信息流称为数字经济，数字经济开始

广泛传播。2016年中国杭州G20峰会将“数字经

济”列为重要议题，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提

出“数字经济”概念。近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

高速发展，人工智能、云计算、大数据、区块链等

数字技术应运而生。智能科学与技术在多个领域掀

起改革浪潮，在促进数学、物理、材料等传统科学

研究变革方面已取得重大突破性进展，同时也为科

研院所建立科研任务管理智能生态体系提供了新范

式，促进科研工作的可持续发展
[1-2]
。对于产业而

言，当数字技术发展为通用技术时，具备了可转化

性，可以大范围影响生产，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大量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使数字经济得以迅速发展。

据《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22）》显示，

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取得新突破，数字经济

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更加稳固、支撑作用更加显

著。以数字技术创新为基础的数字经济引起就业市

场变动，为稳定就业总量和改善就业结构提供了一

个可能实现的路径。数字化转型是指利用数字化的

技术和产品全面改造人类生产活动，对社会组织和

生产方式进行数字化更迭的过程
[3]
。当前，企业的

行业市场竞争不断加剧，不仅有来自本行业的创新

与进步，同时互联网性质的企业在不断渗入传统行

业，也给企业带来了全新的竞争压力。数字化转型

是企业保持自身竞争优势的有效路径。而企业既是

宏观数字经济的微观构成，也是就业的创造主体，

因此研究企业在推进自身数字化转型的过程对岗位

数量与结构的影响，有助于从微观角度把握数字经

济与就业的关系。

1 相关工作

在现有文献中，宏观层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对

就业总量与结构的影响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目前，普遍认为作为技术创新融合体的数字经济同

时兼具就业替代和就业创造效应。Acemoglu[4]
认为

技术创新的就业替代效应在全球范围内存在，导致

所谓的“技术性失业”。Frey[5]
运用高斯过程分类

方法对美国702个细分职业进行风险评估，结果表

明美国现有职业中有 47%是易被自动化替代的职

业，如运输物流、行政助理等易被计算机替代。创

造效应学持有不同的观点，Acemoglu[6]
、Steven-

son[7]
认为技术进步在摧毁一些职业的同时也会创

造出新的就业岗位，使就业方式发生变更，但从长

期来看，新的技术和劳动力之间存在强大的互补

性，可以抵消技术进步对劳动力市场原本的冲击。

Dekle[8]
对日本劳动力市场进行分析，认为机器人

提升了日本市场对劳动力的需求。Lordan等[9]
认为

低技能工作更容易被替代，对低技能工作者的需求

减少，同时企业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对高技能劳动

力的需求会显著增加。

微观层面关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需求影响

的研究较少，国内研究主要是基于以往技术进步范

式，分析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等对企业

生产与经营活动的影响。韩民春等
[10]
发现，工业

机器人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减少劳动在生产增加

值中的份额，使制造业企业对劳动力需求减少。李

磊等
[11]
认为企业机器人的使用对劳动力市场的挤

出效应不明显，反而会显著提升企业的劳动力需

求，且该促进效应主要源自企业产出规模的扩张。

孙早等
[12]
从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证明工业智能化

将促使先进设备替代初中和高中学历劳动力，并增

加对高、低教育程度劳动力的需求，导致中国劳动

力就业结构整体上呈现出“两极化”特征。易露露

等
[13]
认为：企业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强化内部控

制、提升创新产出等途径提升企业业绩，在国企和

非成熟企业中提升效果更显著。徐金球
[14]
对疫情

期间上市公司数字化弹性的研究表明，在疫情冲击

下，数字化企业的销售增长率与员工雇佣增长率等

下降幅度更小且回弹转正速度更快。

综上，当前学界关于数字化对就业影响的研究

主要集中在宏观层面，主要从产业结构升级与技术

进步角度进行分析。微观层面关于数字化对就业影

响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于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使用

对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并且尚未形成统一

定论。数字化转型是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区块

链技术等多技术的融合，单从某个技术角度进行分

析并不能全面反映企业数字化对就业的真实效应。

部分学者担心技术进步对劳动力的替代效应可能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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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大失业规模、拉大收入差距，也有学者认为新技

术会创造新的岗位，能将劳动力从简单重复的生产

过程中解放出来，增加对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引

起分歧的原因如下：首先，忽略了效应发挥作用的

具体领域，每种特定的技术进步会改变某一类劳动

力的需求，对劳动力的整体影响可能与某一特定影

响混淆；其次，对技术进步的衡量没有统一的口

径，就数字经济测度而言，目前主要是通过不同维

度的指标构建数字经济指标，但不同机构与学者在

维度与指标的选择上有所不同，导致最后的数字经

济指标有所差异。

基于已有文献，本文主要聚焦分析企业数字化

转型对自身就业规模与就业结构是否有影响、影响

的机制路径是什么、影响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本

文主要贡献有两点：一是本文不仅研究数字化转型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而且利用程序偏向型技术进步

理论进一步分析出市场规模效应与产品创新两种作

用路径；二是将企业所在地数字化程度纳入实证分

析中，分析宏观环境数字化程度对企业层级数字化

就业效用的影响。

2 理论机制与假说提出

2.1 企业就业规模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存在正向创造与反

向替代两种效应
[15-16]
。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引入的高

智能化系统与机器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

产经营对劳动力的依赖程度，从而使企业的就业岗

位减少
[17]
。另外，从长期来看，生产效率的提高

能降低企业的生产成本，从而促进企业的业务增长

与规模扩张，进而增加企业对劳动力的投入需求。

以企业原料供应链订单分配环节为例，基于供货过

程的数字化，利用熵权法和模糊层次分析法等构建

了供货决策评价体系，与传统专家决策模式相比，

极大地降低了人工劳动强度，提高了决策效率，并

有效降低了采购成本，提升了原料质量
[18]
。此外，

数字化转型为企业创造了与其他企业协作的在线平

台，拓展了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边界，在新的业务

中，劳动生产要素往往比资本生产要素更具优势，

从而增加了企业的岗位需求。以数字化农业为例，

生产关系数字空间的重构，将促进产业链上的协作

关系，不仅可以减少产销信息不对等导致的丰产不

丰收的现象，若合理设置机制，还有望获得数据产

生的红利
[19]
。综上，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就

业规模的逻辑可概括为图1。

2.2 劳动力结构

技能偏向理论认为技术进步能够显著增加对高

技能劳动者的需求，同时减少对低技能劳动者的需

求。在企业内部，技能水平主要通过教育水平与岗

位类别体现，普遍认为高学历与技术型岗位的劳动

力更具高技能特征
[20]
。数字化过程是人工智能、

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多技术协同作用的过

程，继承以往技术进步的特征，表现出显著的技能

偏向特征，即对高学历、技术型劳动者需求的

增加。

技能偏向理论很好地解释了高技能劳动力就业

需求变动，但无法解释后来出现的人力资本金字塔

中层空洞化（低技能劳动力收入水平上升，中等技

能劳动者收入水平下降）。因此，“程序偏向型技术

进步”假说应运而生。该假说认为技术进步对劳动

力的替代作用主要发生在流程化程度高、对个性化

能力要求低的岗位。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技术进步（技能偏向型、程

图1 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就业规模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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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偏向型）都体现出对高技能、知识的偏好，即

知识偏向。诚然，数字化强化了“知识经济”的

形成，就业结构除了表现出对岗位性质的偏好，

同时也呈现出明显的知识偏好
[21]
，如图 2所示。

企业开始对学历有更高的要求，高等学历逐渐

“贬值”。

基于以上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3个理论假

设，并在后文的实证分析部分做出解释。

假说 1：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扩大企业就业

规模。

假说2：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技术岗位占

比，降低生产岗位占比。

假说3：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提升对高学历人

才的需求。

3 研究设计

3.1 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 2011—2019年沪深A股上司公司作

为初始样本，总计 3 965个样本公司，并对数据进

行如下处理：第一，删除行业大类代码为“J”的

金融类公司，样本公司数量缩小至 3 882个；第

二，保留至少连续5年不存在数据缺失的公司，样

本公司数量缩小至 2 263个；第三，对微观连续型

变量进行1%和99%的缩尾处理，从而减少异常值

影响。企业年报数据来自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官方网站，样本公司基本特征、财务、经

营与就业相关数据来自于Wind和国泰安数据库。

3.2 变量设定

3.2.1 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企业就业规模，以企业员

工总数的对数衡量。为了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

业结构的影响，引入了就业的教育结构与岗位结

构，分别用各教育层次、岗位类别的员工数与公司

总员工数比值衡量。教育结构按照学历划分为：研

究生及以上占比、本科占比、专科占比、高中及以

下占比。岗位结构划分为：生产占比、财务占比、

销售占比、技术占比。

3.2.2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企业数字化水平，在数

字化转型过程中，企业会着重依赖“数字技术”对

原有的体系进行改造，其中，人工智能、区块链、

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核

心底层技术架构
[22]
。企业数字化转型最终是为了

在市场上有更多的产出，因此，在更深层次的数字

化转型中更侧重于数字技术在实际业务中的应用。

关于企业数字化水平，本文参考吴非等人
[23]
的做

法，先构建出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再使用文本分析

法统计各企业年报中相应数字化词频，以此构建出

各上市公司的数字化程度指标，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参考吴非等

人
[23]
对数字化转型经典文献与政策文件的归纳整

理，最终选取 76个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再将企业

数字化转型分为“底层技术运用”与“技术实践应

用”两个层面，其中“底层技术运用”又细分为人

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4个维度，从而

得到表1的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构化特征词图谱。

第二步，对年报相关部分进行文本分析。年报

中包含对企业所处行业或其他相关公司的描述，可

能出现不属于描述本企业的数字化特征词，这会导

致词频统计结果偏高。为了得到更真实可靠的数字

化信息，本文对年报中的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an-

agement discussion and analysis，MD&A）部分进

行文本分析，统计数字化转型特征词在各企业年报

中出现的频次，对每个公司各维度下的频次加总取

对数，得到各企业的数字化水平。

图2 数字化—岗位结构/学历结构—就业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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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主要包含反映公司经营状况、盈利能

力、持续能力、绩效等方面的指标。参考国内外相

关文献，选取以下具体指标：企业年龄（ComP_

age）、营业收入增长率（Income_GRA）、基本每股

收益（EPS）、资产负债率（Asset_DRA）、流动比

率（CR）、人均GDP（GDP_per）。详细变量数据

可见表2。

3.3 模型设定与实证策略

Empi，t = α + φ1DIGIi，t - 1 +∑φCVs + ε （1）

表1 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结构化特征词图谱

类别

人工智能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

技术实践应用

结构化特征词

人工智能、商业智能、图像理解、投资决策辅助系统、智能数据分析、智能机器人、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语义搜索、生物识别技术、人脸识

别、语音识别、身份验证、自动驾驶、自然语言处理

区块链、数字货币、分布式计算、差分隐私技术、智能金融合约

云计算、流计算、图计算、内存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类脑计算、绿色计算、认知计算、融合架构、亿级并发、EB级存储、物联网、信息物理

系统

大数据、数据挖掘、文本挖掘、数据可视化、异构数据、征信、增强现实、混合现实、虚拟现实

移动互联网、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互联网医疗、电子商务、移动支付、第三方支付、NFC支付、智能能源、B2B、B2C、C2B、C2C、O2O、

网联、智能穿戴、智慧农业、智能交通、智能医疗、智能客服、智能家居、智能投顾、智能文旅、智能环保、智能电网、智能营销、数字营销、

无人零售、互联网金融、数字金融、Fintech、金融科技、量化金融、开放银行

表2 变量描述

变量

被解释变量

核心解释变量

口径拆分

解释变量

控制变量

CVs

固定效应

中介变量

虚拟变量

滞后变量

变量名称

企业就业规模

学历结构

岗位结构

企业数字化水平

人工智能技术

区块链技术

云计算技术

大数据技术

数字技术运用

企业年龄

营业收入增长率

基本每股收益

资产负债率

流动比率

人均GDP

年份固定效应

省份固定效应

行业固定效应

企业固定效应

营业收入

公司专利累计

环境数字化程度

企业所有制性质

—

符号

Emp

Prop_graduate&up

Prop_undergraduate

Prop_ specialty

Prop_high&under

Prop_production

Prop_finance

Prop_sale

Prop_Tech

DIGI

AI

Block_Chain

Cloud_comp

Big_Data

Digi_tech_ap

ComP_age

Income_GRA

EPS

Asset_DRA

CR

GDP_per

Year

Prov

Ind

Com

Revenue

Patent

—

—

L.+变量符号

备注

企业员工总人数对数值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本科学历占比

专科学历占比

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生产岗位占比

财务岗位占比

销售岗位占比

技术岗位占比

企业年报MD&A数字化词频对数值

结构化特征词词频

结构化特征词词频

结构化特征词词频

结构化特征词词频

结构化特征词词频

企业年龄对数值

营业收入增长额 / 上年营业收入总额

来自年报财务摘要

企业当年总负债 / 企业当年总资产

企业当年流动资产与流动负债之比

企业当年所在省份人均GDP

—

—

—

—

企业当年营业收入对数值

年度发明专利申请量

企业所在地级市数字化水平

国有企业为1，反之为0

表示滞后一期的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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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mpi,t为被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就

业规模，DIGIi,t-1为核心解释变量，表示企业 i在 t-1

年数字化转型水平，CVs为控制变量，φ1表示企业

数字化水平对其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是主要待估

计参数，φ表示各控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

数，模型的常数项与随机误差项分别表示为α、ε。

对模型做了如下处理：首先，本文通过对核心解释

变量DIGI进行滞后一期处理来解决企业数字化转

型对就业规模影响具有的滞后性问题，同时也能减

少反向因果导致的内生性干扰问题；其次，本文的

回归方程均采用Cluster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t统

计量。

4 实证结果及经济解释

4.1 基准回归

表3展示了数字化转型程度与企业就业规模之

间关系的总体检验结果。模型M1只加入核心解释

变量并且只对企业固定效应进行了控制，M2在

M1的基础上加入了控制变量组，M3、M4、M5依

次增加了对年份固定效应、行业固定效应、省份固

定效应的控制。N为样本量。M1回归结果显示企

业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144且通过了 1%显

著性检验。M2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由M1的

0.144减小至0.058，控制变量吸收了其他可能影响

企业就业规模的因素，使得模型在量化核心解释变

量带来的影响时更加精确，但显著性并未减少（t

值为 8.685）。M3、M4、M5，随着逐步加强对固

定效应的控制，在显著性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模

型的拟合优度（R2
）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提升。M5

中核心解释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均通过

5%显著性检验，这说明企业数字化程度与企业就

业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在 5%

显著性水平下可验证本文提出的假说1。

上述基准回归模型确定了数字化转型与劳动力

规模的显著正向关系，劳动力规模是最终作用的

结果，并不能体现数字化对劳动力结构的影响。

比如数字化可能会在一些传统的生产岗位、非技

术岗位中产生“技术渗透”，减少企业对此类岗位

的需求，但最终劳动力总量是扩张的，换言之，

另一种更强的、可以与“技术渗透效应”相抗衡

的影响因素在发挥作用。数字化在对一些岗位产

生技术渗透的同时，也会创造一些新的岗位需求，

也就是“任务创造效应”。“任务创造效应”有效

地抵抗了“技术渗透效应”，使得劳动力在总量上

是扩张的。

表 4中M1、M2、M3、M4分别表示在控制了

年份、省份、企业、行业固定效应的情况下，企业

数字化程度对生产岗位占比、财务岗位占比、销售

岗位占比、技术岗位占比的影响。M1的企业数字

化程度回归系数为-0.661且通过 1%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数字化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了技术渗

透，直接冲击了从事生产的劳动群体，对生产岗位

占比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响。参考张刚等人
[24]
的

研究，短期内技术渗透（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导

致的劳动要素替代造成的某一类劳动力失业是无法

避免的。M4的结果显示，在控制固定效应情况下

企业数字化程度和技术岗位占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

系，且通过了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即数字化拉

动了对技术岗位的需求。可见数字化带来的技术变

革创造了“新的任务”，即企业数字化转型显著地

增加了技术岗位占比，降低了生产岗位占比，由此

假说2得证。M2、M3回归结果不支持数字化程度

与财务岗位占比、销售岗位占比之间存在显著的相

表3 企业数字化转型与就业规模

对比项

L.DIGI

ComP_age

Income_GRA

EPS

Asset_DRA

CR

GDP_per

CVs

Com

Year

Ind

Prov

N

R2

M1

0.144***

(15.706)

—

—

—

—

—

—

否

是

否

否

否

19 088

0.053

M2

0.058***

(8.685)

0.615***

(7.230)

0.175***

(7.599)

0.096***

(8.149)

0.967***

(13.719)

-0.000***

(-9.255)

0.000***

(3.212)

是

是

否

否

否

19 088

0.211

M3

0.054***

(8.044)

0.314**

(2.514)

0.172***

(7.627)

0.100***

(8.690)

0.998***

(14.038)

-0.000***

(-10.873)

0.000**

(2.509)

是

是

是

否

否

19 088

0.216

M4

0.052***

(8.841)

0.328***

(2.884)

0.163***

(7.105)

0.102***

(10.177)

1.025***

(16.241)

-0.000***

(-10.321)

0.000**

(2.639)

是

是

是

是

否

19 088

0.245

M5

0.050***

(8.321)

0.321**

(2.445)

0.168***

(7.366)

0.098***

(9.908)

1.020***

(16.546)

-0.000***

(-10.385)

0.000***

(4.482)

是

是

是

是

是

19 088

0.259

注：（1）***、**、*分别代表1%、5%、10%的显著性水平；（2）括号

中的数字是经过聚类稳健标准误调整的 t值；（3）“是”表示模型中加

入了控制变量或该固定效应，“否”为没有加入。下文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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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系，这可能是由于会计、审计、销售等职位往

往是比较稳定的，数字化给此类岗位带来的变化较

多地体现在办公方式的变化，并不能减少或改变企

业在这一方面的人员需求。

表 5报告了“企业数字化程度—学历水平占

比”关系的核心验证结果。M1、M2、M3、M4分

别表示在控制多个固定效应的情况下，数字化程度

对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本科学历占比、大专学

历占比、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的影响。M1、M2回

归结果显示数字化程度显著地增加了企业对高学历

人才的需求，研究生及以上的回归系数为 0.070

（1%水平显著），本科学历的回归系数为 0.331

（5%水平显著）。M4数字化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0.832且通过1%显著性检验。M3表示企业数字化

水平对专科学历的影响并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

随着企业数字化程度的深入，企业的人才需求正向

高学历迁移，本文提出的假说3成立。

4.2 稳健性检验

为确保基准回归结果的可靠性，本文使用缩小

样本范围与拆解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两种方式对基

准回归中通过 5%显著性检验的模型进行稳健性

检验。

首先，本文缩小了用于基准回归测试的样本范

围。2015年后，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数字技术对

社会、经济和生活的影响不断扩大，企业数字化转

型的浪潮也逐渐兴起。因此，将样本期调整为

2015年至2019年，表6的第2～7列分别表示在控制

多个固定效应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就业

规模、生产岗位占比、技术岗位占比、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占比、本科学历占比、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

的影响。由表6可知，前文所验证的3个假说结论

并没有发生任何改变。

其次，由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囊括了多种技术，

为了更准确地分析企业数字化程度与企业就业规模

之间的关系，本文将企业数字化转型指标分解为

“底层技术”和“实践应用”两个层面。在底层技术

层面，本文根据当前权威界定的数字化转型技术，

划分出了 4个子指标：AI、Block_Chain、Cloud_

comp、Big_Data，而在实践应用层面，则关注具体

的数字技术运用（见表1）。

表4 不同类别岗位基准回归结果

对比项

L.DIGI

常数项

CVs

Year/Ind/

Prov/Com

N

R2

M1

-0.661***

(-5.053)

49.871***

(3.167)

是

是

16 555

0.081

M2

0.040

(1.469)

0.956

(0.443)

是

是

16 555

0.071

M3

0.218

(1.610)

23.741***

(3.786)

是

是

16 555

0.054

M4

0.415**

(2.550)

6.723

(0.483)

是

是

16 555

0.065

表5 不同学历基准回归结果

对比项

L.DIGI

常数项

Cvs

Year/Ind/Prov/Com

N

R2

M1

0.070***

(3.044)

3.798

(1.045)

是

是

16 555

0.068

M2

0.331**

(2.693)

34.389***

(5.335)

是

是

16 555

0.161

M3

-0.073

(-0.596)

3.073

(0.335)

是

是

16 555

0.038

M4

-0.832***

(-4.000)

-41.606**

(-2.610)

是

是

16 555

0.215

表6 稳健型检验：删除部分样本

对比项

L.DIGI

Cvs

Year/Ind/Prov/Com

N

R2

Emp

0.012***

(2.946)

是

是

10 949

0.148

Prop_production

-0.546***

(-4.307)

是

是

10 949

0.073

Prop_Tech

0.415***

(2.950)

是

是

10 949

0.050

Prop_graduate&up

0.064**

(2.340)

是

是

10 949

0.076

Prop_undergraduate

0.362***

(3.684)

是

是

10 949

0.091

Prop_high&under

-0.368*

(-1.823)

是

是

10 949

0.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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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的第 2～7列分别表示在控制多个固定效应

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子指标对企业就业规

模、生产岗位占比、技术岗位占比、研究生及以上

学历占比、本科学历占比、高中及以下学历占比的

影响。回归结果显示，除了区块链技术转型指标不

显著外，其余数字化转型子指标对企业就业规模的

回归系数均为正向且通过1%统计显著性检验。区

块链技术转型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这项技术的浪

潮从 2019年才开始逐步涌向企业技术端，并且其

应用的必要性相对较弱、领域相对较窄。林知微等

人
[25]
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在制造业企业供应链追踪

和工业大数据流转方面的应用案例，为制造业企业

的数字化转型提供了深度智能化的思路。在分解被

解释变量口径的情况下，企业数字化转型子指标对

劳动力结构以及对学历的影响，虽然存在个别与被

解释变量关系不显著的情况，但从总体上看，结论

依旧支持本文提出的假说 2和假说 3，即数字化转

型使得企业减少了对生产岗位的需求，劳动力结构

在向高技术和高学历人才倾斜。总体来看，研究结

果与预期一致，清晰地展示出回归分析的高度稳健

性。具体而言，大数据技术转型以及人工智能技术

的演进，对就业规模的影响尤为显著，回归系数分

别为0.103和0.101。在政策制定方面，党的十九届

四中全会首次强调了“加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参与

收益分配机制”的创新思路，这暗示着中国正逐步

步入数字经济红利时代，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将

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正因如此，大数据技术的研

发和应用具备坚实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基础。从国家

整体发展的视角来看，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庞大的

数据生成群体，同时还具备网民数量庞大、移动电

话普及率高以及消费规模大等优势，这为大数据技

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条件。

4.3 内生性检验

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采用了引入年份、省份、

行业、企业固定效应的方法以及将核心解释变量滞

后一期的方法来处理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在基

准回归中，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方向和显著性并未

随固定效应的引入而发生改变。但考虑到回归模型

中仍旧可能存在遗漏变量偏误，本文采用双重差分

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 model，DID）来进

一步验证核心结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著扩大企

业的就业规模”。首先进行平行趋势检验，图 3平

行趋势检验图显示，政策实施前的时点（pre_2，

pre_3）95%的置信区间包含 0，而实施后的时点

（post_1，post_2，post_3）不包含 0，说明政策时

点前处理组和控制组不存在显著差别，具有平行趋

势，保证了双重差分模型结果的有效性。

基于此，本文参考郑建明等人
[26]
的研究，在

实验组和对照组中对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战略前后

进行双重差分分析，有效解决了个体内部差异和与

实验组无关的时间趋势可能带来的误差，从而得到

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实际影响，即所谓的

表7 稳健型检验：基于企业数字化转型口径的分解

对比项

L.AI

L.Block_Chain

L.Cloud_comp

L.Big_Data

L.Digi_tech_ap

Cvs

Year/Ind/Prov/Com

N

Emp

0.101***(5.596)

-0.010(-0.183)

0.048***(3.723)

0.103***(5.196)

0.054***(4.893)

是

是

16 555

Prop_production

-1.333**(-2.065)

-2.960(-1.672)

-1.199***(-2.867)

-1.960**(-2.581)

-1.330***(-2.935)

是

是

16 555

Prop_Tech

1.965***(4.070)

2.812**(2.658)

0.900(1.318)

0.682(1.203)

0.566(1.638)

是

是

16 555

Prop_graduate&up

0.283*(1.833)

0.612(1.481)

0.161(1.195)

0.011(0.086)

-0.029(-0.418)

是

是

16 555

Prop_undergraduate

0.083(0.136)

0.267(0.206)

1.442***(3.270)

0.689*(1.914)

0.801***(3.086)

是

是

16 555

Prop_high&under

-4.089***(-3.823)

-5.702***(-10.495)

-6.648***(-7.455)

-3.785***(-4.351)

-0.773(-1.529)

是

是

16 555

图3 平行趋势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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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效应”。基于此，本文构建了双重差分模型（见

式（2）），用以深入探讨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

模的具体影响机制。

Empi，t =α+ θ1dui，t + θ2 dui，t × dti，t  + θ3dti，t +∑φCVs+ ε

（2）

被解释变量为Empi，t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就业规

模。引入个体虚拟变量 dui,t，若企业 i在样本期间

内进行了数字化转型，dui,t则赋值为 1，否则为 0，

t表示年份。同时，还引入时期虚拟变量dti,t，用于

划分企业 i在当前年份及之后年份是否实施了数字

化转型，其中dti,t=1表示企业 i在 t年进行了数字化

转型，dti,t=0表示未进行数字化转型。CVs为控制

变量组，模型常数项与随机误差项分别表示为

α、φ。θ1，θ2，θ3 ，φ是各解释变量、控制变量对被解

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参数 θ2揭示了企业在

数字化转型前后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

为进一步验证双重差分模型的稳健性，本文将

上述模型进行一定变化并再次检验：

Empi，t = α'+ θ1' dui，t × dti，t  +∑φ'CVs +∑Year +

∑Ind +∑Prov + ε （3）

式（3）强调了对企业的时间固定效应∑Year、行

业固定效应∑Ind和省份固定效应∑Prov的控制。

θ'1，φ'是在加入上述固定效应后，各解释变量、控
制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其中 θ1'表示在
加入上述固定效应控制后，企业在数字化转型前后

对就业规模的影响程度。随后引入带有调节效应的

双重差分模型来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度的影响：

Empi，t = α
'' + θ1

'' dui，t × dti，t ×DIGIi，t  +∑φ''CVs +

∑Year +∑Ind +∑Prov + ε （4）

式（4）中DIGIi，t为企业 i在 t年的数字化转型水

平，系数 θ1
''
体现了企业实施数字化转型后的转型

强度大小对就业规模产生的影响。φ''
表示控制变量

对被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α''、ε分别为模型的常
数项与随机误差项。

表 8为双重差分法得出的实证结果。M1、

M2、M3分别显示了式（2）、式（3）、式（4）的

回归检验结果。M1中dui，t × dti，t的回归系数呈显著

正相关（系数为0.069，显著水平为10%），这表明

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明显增加了就业规模。M2中

dui，t × dti，t的系数有所减小，但其显著性有所升高

（系数为0.05，显著水平为5%）。通过综合分析M1

和M2的结果，可以得出初步结论：在采用双重差

分法克服内生性问题后，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

模的促进效应有所加强。M3继续引入了DIGIi，t以

考虑不同转型强度对就业规模影响的差异，此时

dui，t × dti，t ×DIGIi，t的回归系数仍为正，且显著水平

为 1%。这表明在进行多重稳健性和内生性处理

后，本研究的核心结论与之前的结果依然保持高度

的一致性。

4.4 异质性分析

第一部分的检验是基于全样本的角度，探究企

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岗位结构以及学历占比

的影响，并采用多重稳健性检验，对各种影响效应

进行了验证。但由于企业属性存在差异，企业数字

化转型对就业规模和结构的影响效果可能会呈现出

一定的非对称性，而对这种情形的探讨将有助于制

定更具差异化特点的政策。

第一，参考赵涛
[27]
构建地级市层面的数字化

指数，根据企业所处地区的数字化情况将样本划分

为环境数字化程度高（企业所在地数字化排名在前

25%）和环境数字化程度低（企业所在地数字化排

名在后25%）两组，若所在地属于高度数字化程度

的地区，则使环境数字化程度置为 1，反之为 0。

接着，将这一环境数字化程度与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程度进行相乘，并将所得乘积项数字化_环境纳入

回归方程中。表 9中M1结果显示，交叉相乘项的

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程度高的环境可以

增强企业数字化对就业规模的影响。本文认为，一

方面，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往往有着良好的基础设

施，庞大的流动人口基数是数字技术创新与转型的

前沿阵地，处在这样环境下的企业可以得到更加便

利的技术服务支持、人才支持、政策支持以及客户

表8 内生性处理：基于数字化转型的准自然实验

对比项

dt

du×dt

du

du×dt×DIGI

Cvs

Com

Year/Ind/Prov

N

R2

M1

0.005(0.148)

0.069*(1.842)

0.000(.)

是

是

否

19 088

0.206

M2

—

0.050**(2.119)

—

—

是

是

是

19 088

0.242

M3

—

—

—

0.051***(9.648)

是

是

是

19 088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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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另一方面，数字化程度高的地区也伴随着更

激烈的市场竞争，企业需要通过加强创新、进行技

术转型来提升自身的核心竞争力，进而产生了对技

术岗位的需求。而在数字化程度较低的地区，企业

数字化程度和就业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上

述现象或许源于这些地区的市场化水平较为有限，

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所带来的变革不足以重新全面塑

造要素资源的配置格局。

其次，将样本划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

如果企业属于国有企业，则将是否国有企业一项置

为 1，否则为 0。将是否国有企业与数字化的交叉

相乘项“数字化_国有”加入方程中进行回归，表9

中M2结果显示“数字化_国有”系数显著为负，

说明对于国有企业来说，数字化转型的就业规模促

进效应相对较低。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在资源获取

和市场占有等方面具备与生俱来的优势。然而，由

于面临相对较小的市场竞争压力、缺乏动力以及对

前沿数字科技技术关注不足，这些企业在数字化转

型方面很难形成有效的反馈回路。而非国有企业面

临更大的市场竞争压力，为了更好地适应市场变

化，更愿意从事创新转型活动，从而能够及时将这

一需求反馈给人才市场。

表 10表示企业数字化转型在环境数字化程度

高、低两组中对岗位结构的影响，表 11表示企业

数字化转型在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两组中对岗位

结构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数字化程度高以及非国

有的企业数字化程度对就业结构的影响更加显著，

尤其是对生产岗位和技术岗位产生了截然相反的影

响。值得注意的是，国有企业数字化对生产岗位的

影响是显著的，影响力度甚至超过非国有企业。

4.5 作用机制分析

由上述分析可知，企业数字化转型确实会对技

能劳动力需求规模和结构产生影响，但影响传导路

径比较模糊。本文在理论机制的基础上借鉴已有文

献[15,21,28]，基于数字化转型对就业需求的创造

效应，针对以下两种可能的影响路径，通过中介效

应检验方法，探讨数字化转型对就业规模的影响

机制。

（1）市场规模

表9 组间异质性检验

对比项

L.DIGI

环境数字化程度

数字化_环境

是否国有企业

数字化_国有

CVs

Year/Ind/

Prov/Com

N

R2

M1

0.004(0.354)

-0.002(-0.042)

0.039***(3.305)

—

—

是

是

16 442

0.236

M2

0.054***(4.769)

—

—

0.200**(2.453)

-0.052**(-2.640)

是

是

16 240

0.242

表10 环境数字化异质性——岗位结构

对比项

L.DIGI

CVs

Year/Ind/Prov/

Com

N

R2

环境数字化程度低

Prop_production

0.683(1.011)

是

是

1 804

0.115

Prop_finance

0.016(0.349)

是

是

1 804

0.064

Prop_sale

-0.576*(-1.961)

是

是

1 804

0.175

Prop_Tech

0.172

(0.387)

是

是

1 804

0.129

环境数字化程度高

Prop_production

-0.780***(-4.680)

是

是

14 638

0.091

Prop_finance

0.049*(1.761)

是

是

14 638

0.070

Prop_sale

0.261*(1.808)

是

是

14 638

0.054

Prop_Tech

0.485***(2.750)

是

是

14 638

0.065

表11 所有制性质异质性——岗位结构

对比项

L.DIGI

CVs

Year/Ind/Prov/

Com

N

R2

非国有企业

Prop_production

-0.535***(-4.168)

是

是

10 218

0.105

Prop_finance

0.034(1.240)

是

是

10 218

0.089

Prop_sale

0.286*(1.853)

是

是

10 218

0.059

Prop_Tech

0.459**(2.601)

是

是

10 218

0.070

国有企业

Prop_production

-0.902**(-2.714)

是

是

6 022

0.055

Prop_finance

0.035(0.878)

是

是

6 022

0.023

Prop_sale

0.033(0.151)

是

是

6 022

0.073

Prop_Tech

0.357(1.233)

是

是

6 022

0.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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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市场规模是解决就业问题的关键。企业数

字化赋能，一方面可以提升核心业务的竞争力，打

通业务纵向链条，实现产销一体化；另一方面，荆

文君和孙宝文
[29]
指出，互联网等数字技术具备明

显的网络外部性，一旦企业的用户规模达到某个临

界点，这种网络外部性将出现马太效应，从而引发

正向反馈，进一步增强领先企业的优势。这种趋势

有助于降低企业的成本、提升收入。

（2）产品创新

数字化技术为企业创新研发提供了便利，而产

品创新的持续产出需要相应的人员配置。因此，产

品创新存在有效传递数字化转型就业效应的可能。

营业收入可以很好地反映企业的经营状况和竞

争力，企业专利累计则可以反映企业在研发上的产

出，因为仅仅有研发投入而没有产出，并不能形成

反馈到就业需求上的良性循环
[30-31]
。基于以上分

析，本文选择营业收入和公司专利累计作为中介变

量，通过式（5）、式（6）、式（7）进行验证。其

中，式（5）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就业规模Empi，t和

企业 i在 t-1年的数字化水平DIGIi，t - 1之间的关系；

式（6）表示企业 i在 t年的中介变量值Mediatori，t和

数字化水平DIGIi，t- 1之间的关系；式（7）表示企

业 i 在 t 年的就业规模 Empi，t 和中介变量值

Mediatori，t以及数字化水平 DIGIi，t- 1的关系。若

式（5）、式（6）、式（7）中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φ1、θ1、φ'1、φ'2是显著的，则说明上述关系成立。
式（5）、式（6）、式（7）的模型均引入了控制变

量 CVs， 年 份 、 行 业 、 省 份 固 定 效 应

（∑Year、∑Ind、∑Prov），φ为各控制变量的系数，

ε、τ、ξ为各模型中的随机误差。
Empi，t = φ + φ1DIGIi，t - 1 +∑φCVs +∑Year +∑Ind +

∑Prov + ε （5）

Mediatori，t = θ + θ1DIGIi，t - 1 +∑φCVs +∑Year +

∑Ind +∑Prov + τ （6）

Empi，t = φ'+ φ'1Mediatori，t + φ'2DIGIi，t - 1 +∑φCVs +

∑Year +∑Ind +∑Prov + ξ （7）

表12中M1表示数字化水平对就业需求影响的

总效应，M2展示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公司专利累

积的影响程度，用以评估数字化水平对企业创新能

力的影响，M3则验证了公司累积专利数量在企业

数字化水平影响就业需求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即企

业数字化水平通过影响企业的专利累积来间接影响

就业需求。数字化为企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原本的经营范围

和技术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发生了改变，进而促使

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拓展原有的专利版图。另外，

数字化显著提升了对信息数据的处理能力，缓解信

息不对称问题，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一些新型技术上

的壁垒，缩短了企业研发专利的周期。M2的企业

数字化程度对公司专利累计的回归结果显示，企业

数字化水平每提升 1%，就会带动公司专利累计

103%的增长。M3显示“企业数字化程度—（提

升）公司专利累计—（扩大）企业就业规模”的作

用路径成立，其中，公司专利累计的中介效应为

102.750×0.00 013=0.013，即在企业数字化水平影

响就业需求总效应中，公司专利累计作为中介变量

的贡献为9.29%（即0.013/0.14）。

表 13提供了关于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就业需求

影响的多个层面的信息。通过分析不同列之间的数

据，深入探究数字化对就业需求的直接和间接影

响：M1展示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对就业需求影响的

总效应；M2展示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对营业收入的

影响程度；M3则用于验证在企业数字化水平影响

就业需求过程中，营业收入是否充当中介因素。

企业数字化转型强化了内部控制能力，吸引合

格的境外机构持股，增强创新动能、提升研发利用

能力，加速了产品的更新迭代，提升了产品的性

能。多项绩效的提升可以助力企业提升核心业务的

市场竞争力，抢占市场份额，提升营业收入。M2

的回归结果展示了数字化水平对营业收入带来了显

表12 企业数字化影响就业规模机制识别：公司专利

累计

对比项

L.DIGI

公司专利累计

CVs

Year/Ind/

Prov/Com

N

R2

Sobel 检验

间接效应检验（p值）

M1

0.140***

（18.11）

是

是

16555

0.26

0.013***

机制有效——正向传导

0.000

间接效应成立

M2

102.750***

（10.96）

是

是

16555

0.03

M3

0.126***

（16.95）

0.00013***

（20.55）

是

是

16555

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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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的正向影响，这说明数字化正在为企业带来红

利，有助于形成数字化发展的良性循环。M3结果

显示“数字化程度—（提升）营业收入—（扩大）

企业就业规模”的作用路径成立。其中，营业收入

的中介效应为 0.077×0.726=0.056，即在企业数字

化程度影响就业需求的总效应中，公司专利累计作

为中介变量的贡献为40%（0.056/0.14）。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本文提出的3个假说均得到了实证支持，并且

具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性、稳健型。

首先，本文的核心结论为企业数字化转型会显

著扩大企业的就业规模。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先

后经历了几次工业革命，每一次工业革命都伴随着

生产力要素的重塑，大量的岗位被替代，但同时也

创造了新的任务，这使得劳动力在总量上总是扩张

的。数字化变革是前所未有的、颠覆性的，在数据

成为生产要素的今天，数字化已迅速渗透至生产、

分配、流通、消费和社会服务等各领域，显著改变

了生产和生活方式以及社会治理方式。经营效率和

治理效率的提高会削减企业冗余的岗位，但企业出

于对“数字化红利”的追求以及市场自由竞争的压

力，会加大对数字创新产业的投入，形成良性的

“创新—规模/效率—就业规模”正向循环。在这个

过程中，政府应为企业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规制

市场竞争，健全企业知识产权保护体系，构建数据

治理一站式管理体系，以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

其次，从岗位结构和学历的角度来说，企业数

字化转型对生产岗位产生了技术渗透，人才需求向

着技术型和高学历倾斜，即在技术岗位实现了更强

的任务创造，同时体现出了强烈的“知识偏向”，

掌握前沿产业相关知识的人才成为稀缺资源。本文

建议高校应该紧跟前沿技术发展，以产业为导向加

大对培养学生实践技能的投入，加强专业与企业需

求的契合，引入数字通识课程，积极探索产学研结

合的新就业途径，以数字人才推动企业高质量发

展。缓解毕业生就业压力，避免无效的“学历

内卷”。

最后，本文异质性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环境的

数字化程度高会加强企业数字化转型对就业需求的

促进作用，不难发现我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存在明显

的“扎堆”现象，数字化是具备缩小地区差异的先

决条件，企业可以依托数字化技术将部分业务迁移

到成本较低的地区。基于此，本文认为各省市要优

化人才引进和企业落地政策，避免“一地一策”现

象的发生，降低企业的管理成本，促进本地的经济

发展，抓住数字化带来的发展机遇。总的来说，我

国应该把握数字科技迅猛发展的机遇，加大对数字

化技术的政策倾斜力度，完善数字化技术基础设施

建设和维护，为企业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以助力企

业高质量发展，加强数字化转型对就业需求的正向

促进作用。部分岗位结构在国有和非国有之间的差

异十分明显，民营企业普遍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压

力，而国有企业欠缺来自市场的压力，只体现了技

术渗透对生产岗位的替代作用，而没有体现出任务

创造效应。政府或相关部门应该重点关注并鼓励国

有企业进行数字化技术研发及应用，适当给予市场

需求端的刺激，使得国有企业焕发出更大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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